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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马业的凋敝

满人入关，建立清朝政权。执政之
始，为了削弱国内各族人民的抗清力
量，对百姓养马严加禁止。顺治五年
（1648年），清廷下令，“现任文武官及兵
丁准其养马，其余人等不许养马”，并不
许百姓“沿途买卖”“互市”马匹。顺治
十五年，对“民间乘马，永行停止。违
者，责四十板，马入官”。康熙执政前
期，多次发布命令，“禁民间养马”，同时
还规定，一旦发现私养马匹，不仅马主
要按律重处，对“失察之该管官罚俸一
年”。从此之后，民间养马遂被禁绝。
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虽然禁令解
除，“民人养马，无庸察禁”，但至雍正
时，又一度“不许（民间）牧养骟马”，百
姓怕违禁，不敢养马，六盘山境域内养
马业彻底破产。

顺治初，清兵占据关陇后，接管明
代监牧故地，沿袭明制之旧，“设洮岷、
河州、西宁、庄浪、甘州五茶马司及开
城、安定、广宁、黑水、清平、万安、武安
七监，岁遗御史一人经理”马政。其时，
清兵忙于镇压反清斗争，战乱频仍，社
会动荡，官营牧业勉强维持。

清朝关外马场牧马虽多，但要调往
各地，需费时日。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康熙谕令驻守战略要地的满兵“拴
养马强”。固原、甘州、陇西兵各拴马
1000匹、驼 100只，以备紧急时调用。康
熙五十八年（1719 年），又调骆驼 5000
峰，令巡抚绰奇拨派官员并兵丁，在察
罕托灰水草佳处放牧，军用马厂随之建
立。乾隆十六年（1751年），窦斌任固原
提督时，整顿放牧秩序，按营划地，设置
马厂。提标中营参将马厂在今西吉县
沙沟乡至彭堡乡之间；提标左营游击马
厂在今西吉县偏城乡至硝河、红庄乡一
带；提标右营游击马厂在什字乡东山坡
一带，其所辖小马厂在今大湾乡、开城
乡至隆德县北乱池一带，提标前营游击
马厂在今张易、红庄之间；提标后营游
击马厂在红庄至南郊之间；提标城守营
游击马厂在今彭阳县古城乡至开城乡
之间；各马厂牧地固定，马亦“蕃息”。
乾隆三十年（1765 年），满兵拴马“5021
匹”。清初规定，满兵“每名拴马二匹”，
后经“将军傅良奏准，照西安、凉州例，
每兵实拴马一匹”。乾隆四十一年，遂
将甘肃马厂地“丈勘定界，听民认垦”。
乾隆四十三（1778年）年，“驻防满兵只
留马 2000匹”，养马业已全面衰落。

清朝前期，虽禁止民间养马，但对
饲养其他牲畜仍采取鼓励政策。康熙
五十三年（1714 年），康熙皇帝令工部
右侍郎常泰、大理寺少卿陈如咸至甘
肃、宁夏，“与总督鄂海、巡抚乐拜计
议 ，教 百 姓 牧 养 牛 羊 ”。 雍 正 二 年
（1724 年），雍正皇帝命地方官员“多
方劝导”，教百姓“孳养牲畜”。乾隆
时，修“薮牧”之政，畜牧业生产成为农
业经营的重要内容。

六盘山地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
区，发展畜牧业的条件较为优越，自古
以来是我国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土民“以耕猎为事，孳畜为生”。康乾之
世，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土地垦辟速度
加快，水草丰美、适宜放牧牛、马的草地
多被开垦，大家畜失去放牧条件，基本
转入舍饲，而大片干旱、半干旱荒漠草
原因降水量稀少，水资源贫乏，虽不能
开垦，但耐旱的禾本科、豆科、藜科植物
和小灌木生长茂盛，为羊只的生长发育
提供了必需的饲草来源。随着草场条
件的变化，百姓在经营畜牧业时，除按
使役需要舍饲一定数量的牛、驴、骆驼
外，重点发展养羊，遂使牲畜种群结构
发生重大调整。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养
羊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饲养繁育
经验，培育出了独特品种。

各州县俱产羊皮，成为国内著名的
裘皮品种；而肉质鲜嫩的羊羔肉已是远
近闻名的佳肴。雍正皇帝令川陕总督
年羹尧贡羊羔美酒供其专用。社会需
求的不断增加，提高了养羊的经济效
益，刺激了百姓的养羊积极性。正如清
诗所述，“边地从来爱牧羊，自然美利占
丰穰。但祈山草连年茂，不羡水田百亩
良”，养羊收入不亚于百亩水田所产。

“平滩古寺芳村外，烟雨牛羊满暮山。”
羊只饲养数量逐年增加。

清朝前期，改变畜牧业经营重点、
牲畜种群结构发生调整之后，养羊成为
养殖业的主体。羊只依靠放牧，在自然
条件下，数量的增加取决于草场的广狭
以及牧草的质量和产量。宁夏地处干
旱、半干旱过渡地带，大部分地区年降
水量在 400毫米以下，植被稀疏，单位面
积牧草产量不高，草场载畜量有限。清
代中叶以后，由于人口持续高速度增
长，促使荒地开垦规模进一步扩大，垦
殖指数不断提高，平原川地、塬地和低
山丘陵缓坡地被全部开垦，变为农田，

水丰草茂的优质草场被垦无余，可供利
用的牧地只剩下荒漠、半荒漠草原和水
土流失严重的高山陡峻荒坡，畜牧业已
失去赖以大力发展的基础。由于过度
垦荒，使植被遭到破坏，生态环境逐渐
恶化，自然灾害活动频繁，特别是周期
性的大旱，导致水竭泉涸，牧草不生，
牲畜因缺乏必需的饲草而乏瘦死亡，
数量大减，经营畜牧业的风险大为增
加。鸦片战争以后，土地兼并加剧，封
建剥削不断增加，社会日趋贫困。大
多数农民因为劳作所获不足养家糊
口，发展养殖业既缺少资金，又无抵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经营畜牧业的农户逐
年减少，牲畜饲养数量日趋缩减，畜牧
业生产逐渐衰落。

同治年间，长达10年之久的社会动乱，
使“井邑俱荒，水涸草枯”，“人民死亡大
半，牲畜掠食鲜存”。左宗棠在主持战
后经济恢复时，面对“耕垦并少牛马”、
牲畜奇缺的局面，在继续严禁民间养马
的同时，命令所属各营将掠夺的“牛骡
尽数缴出”，分给归业农民耕种。为了
发挥干旱、半干旱地区“地宜牧养”的自
然优势，左宗棠还从省库中借拨银两，

“给发羊本”，资助“汉回以畜牧为生
计”，发展养羊以尽地利。战后宁夏地
多人少，耕地有余，清初开垦的相当一
部分土地撂荒，自然退耕还牧，草场面
积增加，牧草充裕，为发展养羊创造了
条件，“乡民颇讲习之，而回族尤善经
营，进款甚巨，家多余赀”。

民国畜牧业

六盘山区人稀，“水草丰富，夙适畜
牧，近山之区概多不耕之地，居民以畜
牧为生者占十之八九”“业农之家，仅畜
牛、驴两三头，所以备耕作资使用；兼畜
羊二三十只，只一剪毛，蓄肥田之料而
已，稍殷实之家，或有兼畜骡马者”。民
国初年，政局动荡，人心不稳，饲养牲畜

“原无专辟草场，以营牧畜之各户，亦无
集合资本，以务蕃息之硕画”“畜产寥
寥，牧事无闻”。1920年 12月 16日，海
原发生强烈地震，大部分地区同时受
灾，压死牲畜 25万多头。1927年，国民
军入甘肃，供差浩繁，“徒凭一纸公文，
支马派夫，一去多不复返，始而骡马空，
继而牛驴少”“如此六七年，农具、牛羊
被搜刮净尽，财产损失计不胜数。及至
用种无籽，耕田无牛”“畜牧事业一蹶不
振”“大好天然肥草牧地置于无用”“日
趋衰落”“所饲牲畜，以羊为主，牛马等
次之”。

1935年，甘肃省政府建设厅又拟定
计划，令每县“各设一模范牧场，暂分
马、牛、羊三类，选定牧地，采购良种，实
施血统改良、管理改良、防疫改良等办
法”。1936年，又拟定提倡奖励畜牧推
进办法，创设牧场，由建设厅派员，分赴
各县调查牲畜数量，对于饲养牲畜成绩
显著者，予以奖励，并倡办兽医训练班，
调训各县兽医，以充牧业指导，畜牧业
生产开始恢复。

1941 年，通过牧草种类调查，选择
富含营养、生长力强、适宜栽培推广的
苜蓿、芨芨草、芦草、旋风草、锁木子
草、狗尾草、莎鞭、碱蒿、马莲草、红柴
和登苏等，在八里桥林牧场、谢家寨林
场及张政桥农场等地栽培试验，面积
150多亩。

1943年，甘肃省农林处用甘肃科学
教育馆赠送的 5只公羊与当地母羊进行
杂交，进行品种改良试验，3年获得第一
代母羊 90只。1944年，与农林部宁夏农
业调查团合作对口蹄疫、牛疫、牛肺疫、
马鼻疽、马胸疫、腺疫、炭疽、牛出血性
败血病、羊痘、豚疫等的流行情况和肝
蛭、绦虫、钩虫、疥癣、羊虱、羊壁虱等寄
生虫的发生规律进行初步调查。

1945年，西北兽医防治处举办兽医
防治短训班，对各县土兽医、职业学校
学生和农林处职员进行培训，作为防疫
的骨干；西北兽医防治处组建牛瘟防治
队，对境内耕牛注射山羊化牛瘟病毒疫
苗，防治牛瘟的发生。同年，还兴建奶
牛场，购买乳牛 20 余头，每日产奶 80
磅，供应市场。为了加快新技术的引
进和推广，省政府选派优秀学生，保送
到西北农学院和西北技专，学习畜牧
兽医技术，还从美国聘请畜牧专家蒋
森考察，推动畜牧生产的改良，近代的
科学养畜、疫病防治、品种改良、饲草
种植和饲养管理等技术缓慢传入，开始
示范推广。

抗战期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后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畜牧业生
产恢复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发布命
令，保护耕牛，严禁随便宰杀，并发放贷
款，扶持无牛农户饲养牛羊，客观上调
动了农民养畜的积极性。劳动人民在
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发展畜牧，增加收
入，促使牲畜数量增加。

（据《多彩西吉》）

清朝及近代畜牧业

清朝政权起于东北，以游牧兴国。入关之后，关外草原仍是其稳定的畜牧业生
产基地。“牧马惟口外最善，水草肥美，不縻饷而孳生甚多”，“岁之繁衍孳息者以千万
计”，足够调用，内地养马，已无关紧要。清朝贵族以武力统一全国，建立了空前强大
的清王朝以后，开始在统一的政令下，按划定的区域，分地经营不得逾越。随着军事
对抗和大规模用兵的结束，国家对军马的客观需求相对减少，内地监牧已失去存在
的必要。康熙二年（1663 年），议裁甘肃苑马寺及开城 7 监，牧地“划归附近州县纳
粮”，官营养马业亦寝。

田州塔，俗称姚伏塔。塔的底层门头上嵌
有一块石墨，上刻“田州古塔”四个大字。此
塔在平罗县姚伏公社东北方向，约有四五里
路处。其塔始建年代虽无记载可考，但既名
田州古塔，定与田州之名密切相连。据朔方
道志载：“杜佑通典云：在黄河外俗呼田
州”。又载：“新、宝二县，古查汉托获地，即

汉 朝 方 渠 ，唐 警 州 ，宋 定
州”。又载：“明一统志，定
州城在卫城（今银川城）北
六十里，本唐定远城，赵元昊
改为定州。田州城在卫城
北六十里考方渠”。据平罗
纪略载：“唐朝方城，宋威元
军，夏改定州，俗呼田州。”
由上可见：田州之名，早于
定州，而始于唐。而田州
塔，可能建于唐代中期或唐
玄宗时期。因唐代是佛教
盛行之时，也是建塔的盛
时，若塔建于唐代中期，距
今已 1200 余年，真可谓“田
州古塔”了。

该塔基高约 3.5米，建在
南北长约 70 米，东西宽约
40 米的土庙基上。庙基上
面 四 周 ，砌 有 2 米 高 的 围
墙，其南系砖花漏墙，其他
是土墙。此塔系寺中一塔，
寺名“皇祇寺”寺门开在座
基正中，是将座基掏挖了一
个深约 14 米，宽约 2 米，高
约 2 米的直洞，然后又向东
西斜挖上去各约 8.5 米，成
为两个进出口。门洞用大
青砖砌成，进出口的斜道，
是梯形砖阶。由此上去即
进入该寺前殿内的观音阁
里。其前殿约 20 米见方，
中间东西横塑一座高约 2

米，长约 10 米，宽约 1 米的山，其造型是奇
峰怪石，层峦叠嶂，险峡恶谷，深沟密林。
山北塑一较大的观音坐像和两个女童立像，
此即观音阁。山南塑有三座子孙娘娘坐像
与六个女童立像，并塑有千百个山娃娃，在
骑山攀树，奔驰戏耍。其小巧玲珑、神态各

异、栩栩如生，此即子孙殿。子孙殿卷蓬东
悬一大钟。塔建在寺的正中，塔院后建一长
8 米，宽 12 米的佛殿，殿中塑 3 座佛像与 6 个
女童立像。殿外，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宽约 9
米，长约 13 米的天井院，院北建厢房 3 间，
南建 2 间。塔院东西两面，各建厢房 9 间，
所有殿房建筑物，均与座基围墙离开约 6
米，故座基围墙里四周，游转畅通。座基西
北角设女厕，东北角设男厕。

古塔高约 40米，共 8层，呈 6楞，顶呈锥形，
系琉璃绿砌成。塔的底层，直径约 7.5 米，南
北各开一门，中塑面向南北门靠背佛像各一
座，女童立像各二相陪，其他各层系空室殿，
二层南北各开一门，其他各层只南面开一
门。各层都设有登高木梯，塔的外形，层次
分明，均系水磨青砖砌成，每层有 6 个窜角，
并各悬一个风铃。塔的底层南北门，各殿的
门，其顶均建卷蓬，边檐俱压飞檐，各拐角
均压张口走兽窜角，并悬风铃，檐下统统挂
方，其方系机方、平方、花方、照面方组合而
成，并配条垂和升斗鹅脖，画有山水人物，
花卉草木。所有殿门，均系风眼格子雕花
门、殿宇，尽为雕梁画栋。前殿墙壁，还画
有二十四贤孝图。所有佛像，均雕塑描绘
为 锦 衣 玉 肤 。 所 有 精 雕 细 刻 ，门 窗栋梁
等，均经彩画油饰，金碧辉煌。

据说 清 康 熙 二 十 六 年 、四 十 八 年 ，
乾 隆 三年，曾发生大地震，塔被震损，乾隆
四十八年由维新和尚重修。同治年间，马
化隆造反，皇祇寺被烧，光绪十五年重修。

民国二十一年，马鸿逵在宁夏执政时，在
古塔上设高等小学堂，出了不少人才。解放
后，1953 年学校迁至姚伏堡，迁校时将皇祇
寺厢房拆走。十年动乱，古塔也遭到浩劫，
所有殿宇和房屋被劫一空，塔里面所有木材
建筑物全被窃走，使塔成了一个空筒。之
后，塔的座基也被挖去大部分。现在，塔的
底层四周，仅剩下 2 米多宽的土座，塔的安
全，已危在旦夕了。 （据《石嘴山往事》）

一、抗战新形势与工农通讯员制
度的实施

为了实现革命的目标，马克思主义政
党必须将群众动员起来，聚合并释放革命
力量。如何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列宁认
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
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能够教育读者
密切关注政治，思考其中的意义以及影
响。由此，工农通讯员制度在苏联得以建
立并不断发展完善，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实施的工农通讯
员制度参考了苏联的做法，但基于中国的
革命形势和具体实际，并借鉴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的成功经验，逐渐形成了自身特
色。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面对
生存和革命的紧迫形势，组织发展、制度建
设等成为根据地政权的重要工作。在全面
抗战爆发之初，党的新闻工作以完善宣传
部门的组织架构为主，并注重报纸在群众
中的推广与发行，工农通讯员相关工作尚
未大范围开展。

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以及革命
在乡村社会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开始
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调整新闻宣传工
作路线，逐步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进一步
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毛泽东强调，做
政治动员和宣传工作不是将政治纲领背
诵给老百姓听，要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
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
体，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
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
常的运动。

以这一时期的《解放日报》为例，报纸
共四个版面，第一版是国际新闻、国内新闻
和社论，第二版全部是国际新闻，第三版是
国内新闻，第四版是边区和副刊。1942年
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要求《解放
日报》必须贯彻党的路线与政策，将贴近群
众作为办报的基本方针。这对根据地新闻

工作者而言并非易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
探索。

在 1942年 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毛泽东指出，党的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
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和工农兵大众打
成一片，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的反帝反
封建的文化要是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要
为群众服务。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
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
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
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他还指出，
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
的通讯文学。

在文艺和宣传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
指导下，延安《解放日报》完成了改版，加
强了对群众生产生活和革命斗争实践的
反映和报道。这项工作的开展，既需要
报社的积极作为，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
广泛参与。

随着战事的深入，日军开始抽调兵力，
将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的进攻对象。习惯
于宁静生活的乡村农民，面对战争压力所
带来的生存威胁，一时难免不知所措，需要
提高斗争意识和应对技能。有时，为了躲
避空袭，“老百姓一个一个地走出城来，赶
着他们心爱的毛驴，背着包裹，扶老携幼地
下乡躲飞机”，“号子一响或偶有一个人跑，
别的人就跟着乱跑。他们还听不懂警报的
信号，而他们是吓坏了，一切声音对他们都
有极可怕的意义”。

此外，日军也加强奴化教育，试图摧毁
中国军民的反抗意志。在日伪占领区，他
们以妥协思想和投降言论混淆视听，宣称

“无论在敌后方怎样活跃，也不能挽救抗战
危机”，甚至将人民武装污蔑为“造反”，进
而以诡辩的方式来否定人民战争的合理性
和必要性。这些都给党的宣传工作提出了
新的任务和挑战。

面对抗日战争特别是舆论斗争的新形
势，中共中央指示，宣传部门应在新闻领域
积极展开斗争，揭露谣言。根据地的报纸

成为承载这一任务的主体，需要向群众介
绍时局发展、解释党的政策。在陕甘宁边
区选举期间，党报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向群
众解释选举工作，刊登模范事例以及相关
歌谣。农民 感 受 到“ 干 部 是 群 众 的 伙
计”，选举投票得以顺利进行。但是，传
播内容的通俗化并不代表革命意识的大
众化。观念的传播并不是从一个端点传
递到另一个端点的线性过程，受众在思
维和行动上的能动性同样值得重视。根
据地各级党组织的宣传动员手段，还需
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如何做好宣传动员工作？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决定了中国共
产党要把群众动员起来，参与宣传工作。
自 1943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根据地
的新闻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的工
农通讯员制度得到延续和发展。对于边区
群众而言，如果宣传者与自身具有相似性，
更易在情感上形成认同，也更容易接受后
续传递的政策纲领等内容。

譬如，赤水的工农通讯员曾撰写新闻
报道，叙述了一个普通农民如何组织农会、
发动减租斗争，并成为群众领袖的过程。
《解放日报》对此给出了积极评价：文章中，
作者列举 5天翻地 1300亩的数据，彰显劳
动者的力量。可以说是描写了一个坚持抗
战、热爱边区的革命农民形象。

工农通讯员的稿件将革命战争与乡村
生活相统一，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号：即便
资源匮乏、生存艰难，中国共产党人依
然在坚持带领人民反抗侵略，群众依然
在坚持生产。中国人民没有屈服于敌人
的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根据地的斗争
意志绝不会动摇。

事实证明，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大
大增进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普通民众中
的传播度，同时也极大地密切了党同群众
的联系，促进了边区宣传动员工作的开展，
收到了良好效果。（未完待续）

（据《党的文献》）

陕甘宁边区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及成效（上）
工农通讯员制度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加强与工农群众的联系，同时弥补党报党刊宣传在群众中影响有限

之不足，借鉴苏联的工农通讯员运动经验而建立的。工农通讯员通常是从工农中挑选的具有一定知识和文化水平、能撰写
稿件的人，或由从事宣传工作及与工农工作相关的人担任。通讯的内容涉及工农群众自身的生活情况、工作条件、家庭状
况、对时事的感受、对政治问题的认识等方面。

抗日战争时期，党延续和发展了这一制度，在陕甘宁边区采取工农通讯员写稿等形式，鼓励群众成为党报通讯
员，通过写稿和投稿来反映自身诉求或身边的革命实践。关于工农通讯员制度，当前已有一些研究，但有关其宣传与
组织功能的一些复杂问题仍需厘清。例如，党出于何种现实原因而动员群众参加办报？动员路径中又曾存在何种偏
向，后续又如何调整政策？

基于此，本文拟结合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分析党为何以及如何开展工农通讯员相关工作，从而促使群众从“向
我宣传”转变为“我要宣传”，进而在思想觉悟上从“要我革命”提高至“我要革命”。

田州古塔


